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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需要新智慧走向新世紀

五十歲了，對個人來說，已經步入中年，用台港報章的社會新聞標題來說，是「半百

老翁」了。但對一個國家來說，則又是相對地年輕；漢朝和唐朝都在五十歲以後才慢慢走

向富強，美國更是在八十多歲時打了一場慘烈內戰後，才解決國家認同問題。中華人民共

和國五十歲的生日是如何回顧與前瞻？這政權的命運是否面對能不能「永續經營」的挑

戰？會不會走向中國傳統朝代興盛衰落的歷史循環？甚至像前蘇聯那樣一夕間被「移形換

位」地解體？

對全球華人來說，近五十年的中國是一個奇異的綜合體，它是令人興奮與哀愁的綜合

體，既一舉消除了百年帝國主義欺凌所帶來的屈辱，但又陷入自我毀滅式的種種內耗，從

「反右」到「文革」，血跡斑斑，並在過去二十年改革的道路上，交了不少昂貴的學費。

但新世紀的時代呼喚也帶來新的憧憬與憂慮，到底今後五十年或是今後十年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會面對甚麼轉折？中國的未來是否仍然有跡可尋，可以找到機遇與挑戰的軌跡？

中國當前其實面對內部關係與外部關係密切互動的新時期，新科技及互聯網絡已迫使

中國沒有選擇，必須進入一個訊息疆界日漸消失的世界，這是新的「球籍」。到二○○三

年，中國的互聯網用戶估計將從目前的四百萬戶跳升至一千二百萬戶以上，進入訊息年

代，也等於與國際價值接軌。

「媒介就是訊息」，中國社會與國際社會的差距加速縮小，中國與國際間的訊息交流

與生活的基本價值的融合，也將出現新的高峰。

其實近幾年中國大陸與台港及其他華人社會的文化融合，已打破了種種框框，作家白

先勇在最近亞洲週刊的專訪中即表示，台北的永和豆漿與張惠妹的歌聲，早已使兩岸中國

人距離拉近；更奇異的是，透過中國民間廣大的盜版網，加上影音光碟機等電器產品價格

日趨下降，中國民眾往往與西方觀眾同步觀賞電影《鐵達尼號》等西方流行文化產品。

這是無所逃於天地的全球化浪潮。這幾天在上海舉行的「財富五百論壇」，美國前國

務卿季辛吉即指出，中國仍可在今年加入世貿組織。中國經濟體系從國企下崗工人到「大

款」企業家，都將受影響，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爭辯很多，但這是未來十年的總趨勢。

中國決策者可以不在今年或明年加入世貿，但權衡輕重，為總體國家利益計，進入國際經

濟體系軌跡已是浩浩蕩蕩的時代潮流，中國所能選擇的也許只是速度，而不是方向。

互聯網世界和世貿組織等方向已是難以逆轉的方向，不管你愛不愛，只要打開了國

門，就要往這個方向走，但北京當局希望可以控制速度，可以「微調」。也就是說，中國

改革的列車必須走上全球化的開放通路，但時速多少才能安穩可靠，不會引起發動機過

熱，更不會車毀人亡，就有待駕駛者的智慧與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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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改革的速度，也取決於外部關係的變化，其中最大的變數在於兩岸關係。台海戰

爭會不會打，怎樣打，都影響中國未來半世紀的命運，最近五年兩岸關係惡化，已在世紀

末升至高潮。尤其自李登輝提出「兩國論」之後，北京高層似乎第一次感覺到台海之戰可

能難以避免，因此在軍備及策略上都作出調整。更嚴峻的問題是，台海戰爭一旦爆發，中

國陷入第二次內戰的火海，將帶來非常凶險的變數，因為台灣的軍事反應絕不會束手就

擒，而是會將戰場殺至中國大陸，沿海城市三十多年以來首次暴露在硝煙的陰影中，這也

使中國現代化進程陷入危疑的陰影中。

即使對台用兵獲勝，也可能會使北京陷入新的危機，因為贏了戰爭而不能贏得民心，

將使台灣局勢難以控制，台灣積聚的民怨甚至可能會滲進大陸。北京領導人對此自然有所

警惕，因而不會輕率用兵。

不過，北京對外的世界觀，在世紀末出現微妙的變化。今年五月七日北約導彈誤炸南

斯拉夫中國大使館事件，不僅引起中國民間反美示威的浪潮，更衝擊中國領導層，深刻體

會「落後就會挨打，尊嚴來自實力」的硬道理。但中國當局了解，導彈只是轟掉中國一些

親美心態，卻轟不掉改革開放的決心。真正的考驗，還在於如何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

使中國能有建設及累積國力的條件。

當然，中國的變革不僅是由北京高層所主導，也是由很多新生的社會力所推動。由於

進入了市場經濟，社會上的資源不再是由黨與政府所壟斷，民間企業及各種利益集團逐漸

形成，它們在不同領域中開始展現實力，與政府當局既聯合也有矛盾，當局再也不能像過

去那樣發揮「指令」作用，而必須兼顧不同利益集團的平衡。北京近月來與美國在世貿的

談判上，就展現內部不同政府部門與利益集團的歧見，不能「一刀切」地定奪。

經濟改革的核心，已經不再是簡單地將國有企業全面民營化的問題，而是要注意轉軌

過程及轉軌之後的品質。這不僅繫乎民營化企業的生產力，更觸及資源適當分配的社會公

正問題。因此經濟改革及邁向市場經濟之際，如何安頓數以千萬計的下崗工人，既是一個

標榜社會主義國家的道德包袱，更是避免社會出現動亂的現實考慮。穩定壓倒一切，經濟

轉軌的成果若以不穩定作為代價，對中國的前景勢將投下負面變數。

貧富懸殊與地區差距兩大問題也開始浮現，全國逾八成以上的財富掌握在不到兩成的

人手上。當然，用鄧小平的名言來說，本來是要讓部份人先富起來，但也別忘了鄧小平還

加上了一句，貧富懸殊的問題，必須要在下世紀初解決。如今在新世紀的門檻上，中國有

解決貧富懸殊的智慧嗎？並且弔詭的情境是，會不會減少了貧富懸殊，又使中國走上平均

主義老路，挫敗了企業家創業的積極性，也拉住市場經濟發展的後腿？另一方面，這種恐

懼又會不會使某些既得利益者或權錢交易的貪污腐敗者，以此為藉口來反對任何降低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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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殊的措施？

這也正是中國在未來十年必須解決的兩難局面，當局必須開拓新的思路，來解決這些

古老但也日日新的「悖論」。同樣的，在日漸擴大的地區差距中，中國當局及民間的力量

是否有新的智慧來解決問題，亦即兩者是否能進入「雙贏局面」，而不是以損害沿海省份

的代價來支援內陸偏遠的窮困地區？

社會不穩定的另一個亂源，是貪污腐敗的擴大化，尤其是制度性腐敗，已經不是個人

道德的考驗，而是整個政冶系統的疏漏。這立刻牽涉到政冶改革的問題；長期以來在海內

外流行一種意見，認為中國立即實行多黨政冶，就會解決腐敗。但這答案顯然不全面，證

諸菲律賓、印度及俄羅斯，多黨制並沒有提供消滅腐敗的機制，而只是提供一個新的遊戲

規則來創造新的腐敗。問題的關鍵顯然是有效與高品質的制衡，並且立刻連繫法律的改

革，解決「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被西方媒體視為獨裁的新加坡，長期以來是一黨獨大，

但在法治的制衡及清廉的政冶文化下，消滅腐敗的績效還勝過大部分西方國家。

這其實也是對中國共產黨的嚴峻考驗，這個中國的執政黨在建政五十年之際，是否會

有新的智慧來走向下一個五十年，為新世紀的中國人創造輝煌？列寧說，攻陷堡壘的最好

方法是從內部進攻，中國共產黨近年內部的腐敗，的確成為社會腐敗的先鋒隊。在未來的

歲月中，中共是否可以同新加坡的執政黨看齊，在制度及文化的兩個層面中根除腐敗？中

國未來的希望在於體制內的改革。只有體制內的改革成功，才能有效回應體制外的挑戰。

新世紀的中國需要新的智慧，才能創造一個真正沒有血淚的新中國。


